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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低，且存在露天焚烧情况，造成大气污染。本文详细分析国内外秸秆综合利用现状，并研究我国秸秆利用的相关政策。利用EEMD和BPNN预测2020年我国秸秆产量，并分析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0%，85%和90% 三种情景下，综合利用秸秆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情况。结果表明：在基线情景下，当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0%，可节约3000万吨煤，并减少6.15亿吨 CO2排放。由此证明，提高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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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straw utilization and straw burning is not optimistic in China, causing air pollution. This paper teas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mprehensive straw util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d the straw related policies in China. This paper used EEMD and BPNN to forecast straw yield in 2020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con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straw utilization to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2020 under three scenarios (the rate of comprehensive straw utilization is: 80%,90%,9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baseline scenarios, the rate of comprehensive straw utilization is 80%, it can save30 million tons of coal, at the same time, reduce 615 million tons CO2 emissions. Therefore, encourag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aw utilization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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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粮食作物产量居世界首位，但这伴随每年产生6-8亿吨秸秆[1]。秸秆的利用途径有制肥料、制生物质燃料等，但由于对秸秆综合利用认识不全面，导致秸秆综合利用率低。为了快速处理秸秆，不影响下一年耕种，导致秸秆露天焚烧现象日益严重，由此带来严重空气污染。秸秆露天焚烧是远郊地区空气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京津冀地区，每年焚烧秸秆排放数十万吨颗粒物，区域内PM2.5浓度增加60.6μg／m3 - 127μg／m3[2]。2015年，华北地区的雾霾天气与大规模焚烧秸秆同时发生，且全国范围内卫星共监测到376个疑似秸秆焚烧着火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6% [3]。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秸秆作为重要的可再生资源，提高利用率、根治露天焚烧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秸秆的利用现状、技术成果、利用可行性、露天焚烧的危害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一些学者研究了各国的秸秆利用现状，如：美国[4]、意大利、德国、瑞士[5]的秸秆制生物质燃料技术已达到工业化生产水平。然而，印度，泰国，菲律宾的秸秆利用率分别为：50%，52%，5%[7]。还有一些学者深入研究了秸秆利用技术，如：日本研发的从秸秆的纤维素中提取酒精燃料、秸秆分解菌技术[5]；加拿大的麦秸定向刨花板技术；意大利的秸秆制固体成型燃料技术 [6]。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如：Littlewood[8]，Song[9]等对秸秆利用可行性进行研究表明，政策支持和收-储-运成本显著影响秸秆利用率。我国学者主要从秸秆资源现状、利用结构和利用技术三个角度进行研究。如：吴彤等研究我国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率约为80%，但资源化利用率仅占11%，秸秆转化为生物质能源未达到工业化水平[10]。张崇尚等利用GLO-PEM模型估算了我国秸秆资源量, 评估了秸秆在各省布局的适宜性。方放等分析了黄淮海地区秸秆“五料化”利用的结构特点[12]。王金武等研究了秸秆“五料化”的技术特点和配套装备[13]。
综上分析，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对秸秆利用现状和利用技术，但是，对秸秆资源走势的预测，以及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研究相对不足。积极探究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的潜力，提高我国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将有助于建设生态农业，促进我国农村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分析我国的秸秆资源现状和政策环境，利用EEMD和BPNN模型，预测2015年-2020年全国秸秆资源走势。进而以2020年秸秆预测值为例，模拟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0%，85%和90%三种情景下，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效应。最后，借鉴国外秸秆利用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的潜力和现有政策的不足，为提高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提出针对性政策。 
1秸秆现状和政策环境
   为客观的探究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潜力，首先要分析我国秸秆资源情况和秸秆相关的政策背景。
1.1数据来源及处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本文统计了1986年-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五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14]，这五种粮食作物的产量占全国农作物总产量的90%以上 [15]，可以反映全国农作物的总体水平。借助草谷比法来计算全国粮食秸秆产量，计算方法见公式（1）。
                    Sn = ∑Ai × Yi                                （1）
Sn:  n省份粮食作物秸秆产量，单位：百万吨。
Ai：第i种粮食作物的草谷比（表1），单位：百万吨。
Yi：第i种粮食作物产量，单位：百万吨。  
表1 本研究所用草谷比[16]
	粮食作物
	草谷比
	粮食作物
	草谷比

	稻谷
	0.9
	豆类
	1.6

	小麦
	1.2
	薯类
	0.8

	玉米
	1.1
	-
	-



由于全国省市众多，为了便于后期讨论，首先将省市进行分类。由于不同的省市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工业化阶段不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应该省市的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发达水平，进而影响未来秸秆的利用能力，而且处于相同工业化阶段的省市的农作物生产状况具有相似性。根据我国首部工业化蓝皮书，本文将全国30个省市按工业化水平进行划分成7个阶段的省份 [17]。具体省份分组见表2：

表2  7个工业化阶段的省份分类
	阶段
	工业化阶段
	省份

	1
	后工业化
	北京，上海

	2
	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
	广东，天津 

	3
	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
	浙江，江苏，山东

	4
	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
	辽宁，福建

	5
	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
	山西，内蒙古，吉林，河北，湖北，
黑龙江，河南，重庆，宁夏

	6
	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
	陕西，新疆，青海，广西，云南，
甘肃，湖南，四川，安徽，江西

	7
	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
	贵州，西藏



1.2 我国1986年-2014年秸秆资源走势分析
图1a展示了七个阶段省市1986年-2014年的秸秆产量。由于1, 2, 6, 7阶段的省市秸秆产量在图中趋势不显著，将在图1b中详细展示。总体上，3, 4，5阶段的省市秸秆产量占全国秸秆总产量的89%。其中，阶段3的秸秆产量保持在每年1亿吨左右，阶段4，5的秸秆产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而阶段4的增长率低于阶段5。但是，1999-2003年，阶段3, 5的秸秆产量有明显下降趋势。这是由于从1999年开始，退耕还林工程开始实施并且城市的发展大量占用耕地，在农业结构还没及时调整，粮食产量大幅下滑，进而导致秸秆产量下降。
1986年-1999年，阶段1的秸秆产量保持在2300万吨/年左右，阶段2的秸秆产量保持在500万吨/年左右。1999年-2003年，阶段1,2,6的秸秆产量处于下降趋势，同样是由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开展。比如：2000年-2003年，北京市退耕还林46万亩。自2004年起，尽管阶段1的秸秆产量有所回升，但平均水平仍低于1986年-1999年的平均水平。这是由于处于阶段1的省市耕地面积大幅下降。比如：1986年-1999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积约55万公顷，到2014年底，北京市的耕地面积降至20万公顷。阶段7的秸秆产量近30年整体保持增长趋势。
综上所述，1999年-2003年，由于政策的调整，阶段1,2,3,5,6的粮食走势波动较大，粮食产量发生结构性变化。为准确分析未来秸秆资源的走势，基于最小二乘法对30年粮食产量数据进行CHOW检验[18]。CHOW检验的基本原理见公式（2），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三类统计量对应的p值远小于10%。因此，这组数据在2003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断点，进而将数据分为1986年-2003年和2003年-2014年两段。利用2003年-2014年的粮食产量数据来预测未来的秸秆资源走势。
                     （2）

表3 chow检验结果
	统计量
	统计值
	概率值（p）

	F-statistic
	6.217265
	0.0207

	Log likelihood ratio
	5.973398
	0.0145

	Wald Statistic
	6.217265
	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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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1986年-2014年全国秸秆产量
[image: ]
图1b  1986年-2014年阶段1,2,6,7的秸秆产量
1.3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及禁烧的政策和措施
目前，我国秸秆资源量丰富，综合利用率已达80%。但是，现有相关政策和措施没有完全落实，导致秸秆市场的运作力不足。从2000年开始，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和措施，从不同层面，采取不同措施来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约束秸秆露天焚烧。图2展示了四个层级政府出台的具有代表性的秸秆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分为6种类型。
 (
秸秆利用和禁烧的相关政策及措施
A.法律法规
B.引导示范
C.
通知
D.财政扶持
E.制定秸秆禁烧工作方案
F. 开展监督工作
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
县级政府
乡镇级政府
)
图2 我国秸秆利用和禁烧的政策及措施的分类
中央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秸秆的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情况。但是政策和措施，仍需进一步完善。比如：一是，法律法规对焚烧秸秆的处罚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处罚金额低、拘留力度小两方面。二是，中央发布的秸秆禁烧通知既不具备强制力也不具备激励作用。三是，每一级政府在制定财政扶持政策时，都依照上一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层层向下递进，缺少下级向上级反馈的相关规定。反馈机制可以让上级政府更清楚得了解企业和农民的需要。
即使露天焚烧秸秆会受到法律法规的处罚，由于露天焚烧成本低廉，仍会成为部分农民的选择。避免秸秆露天焚烧的最佳选择，是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 [13]。
2 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实证分析
我国目前面临的两个主要挑战是：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基于对2014年全国秸秆总产量的估算（图1），如果将2014年的秸秆全部焚烧将产生7.2亿吨CO2。秸秆综合利用不仅减少了CO2排放还可以节约化石能源。因此，本文将预测2015年-2020年全国秸秆资源走势，并重点分析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情况。
2.1基于EEMD和BPNN的全国秸秆资源走势预测
本文首先找到秸秆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通过预测2015年-2020年的粮食产量，进而预测2015年-2020年的秸秆产量。
2.1.1 回归分析
利用线性回归分析，结合近3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和秸秆总产量数据，得出秸秆和粮食产量的关系(R2 = 0.94)，见公式（2）。
                       Si = 0.86 × Yi+51.56                       （2）
Si：秸秆产量，百万吨。
Yi：粮食产量，百万吨。
2.1.2集成经验模态分解
为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利用集成经验模态分解（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简称EEMD）技术[19]。EEMD是在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简称EMD）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种分解方法(Huang, 1998)。EEMD通过加入白噪声帮助提取分离不同的信号模式，来解决EMD模态混合的问题。其中，添加的白噪声序列如公式（3）所示。原始序列通过EMD分解之后得到的子序列与原始序列的关系如公式（4）所示。本文实验过程中，对EEMD中的参数N设为100，n设为0.2。

                                        （3）
N: 是集成数量；
: 添加的白噪声振幅；
n: 白噪声标准差。


                                            （4）
n: 为分解分量的个数；
rn (t) :  序列x (t)的最终残差；
cj（t）（j=1,2,…,n）: 分解分量。
2.1.3 BP神经网络
BP神经网络（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简称BPNN）预测调节机制如公式（5）所示[20]。

                             （5）
表4 参数含义
	参数
	含义

	xi (i = 1,2,…,p)
	输入变量

	f(x)
	输出结果

	aj(j = 1,2,…,q)
	节点j的偏差

	wi , j(i = 1,2,…,p , j = 1,2,…,q)
	节点i和j之间的连接权重

	p
	输入节点个数

	q
	隐藏层节点个数

	
	隐藏层的转换函数

	wj(j = 1,2,…,q)
	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权重



2.1.4 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原理，最终得到3个分解分量。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分别对这3个分解分量进行预测，对预测结果进行加和形成最终预测结果，如图3。为验证预测的准确性，计算了原序列的一阶差分为：-45~43，预测序列的一阶差分均在-45~43之间，因此，预测结果在合理范围之内。
[image: ]
图3  2015年-2020年粮食及秸秆资源走势预测
2.2秸秆对节能减排的贡献分析
2.2.1 情景分析
本文利用情景分析法，分析三种情景下2020年全国秸秆转化为生物质能源对节能减排的贡献。
基于《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目录（2014）》，本文将秸秆综合利用可分为：秸秆直接利用和转化为生物质能源。前者包括：做饲料、制建筑材料、培养食用菌及还田沤肥等。后者包括：液化，气化、固化发电和制生物质炭等。
表5中列出的三个情景中，2020年的秸秆直接利用率参考2015年的秸秆直接利用率，设为69%。在基线情境中，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0%，那么生物质能源利用率与2015年相同为11%。将6000万吨秸秆转化为生物质能源相当于3000万吨标准煤（折标煤系数为0.5 [21]），约占全国煤消耗量的1.5%。同时，由于秸秆一部分被直接利用未产生碳排放，另一部分转化为生物质能源替代了煤燃烧（秸秆直接燃烧排放因子为1.43，煤燃烧排放因子为2.54 [22]），将减少6.15亿吨CO2的排放，相当于我国6%的CO2排放量。情景1和2假设两种较高的生物质能源利用率，分别为16%和21%，那么秸秆综合利用率分别为85%和90%。因此，在情景1，2中将分别节约4200万吨和5500万吨煤。进而分别减少6.50亿吨，6.85亿吨CO2的排放。
表5  2020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单位：百万吨）
	情景
	基线情景
	情景 1
	情景 2

	秸秆综合利用率
	直接利
用率
	生物质能源利用率
	直接利用率
	生物质能源利用率
	直接利用率
	生物质能源利用率

	
	69%
	11%
	69%
	16%
	69%
	21%

	秸秆转化为生物质能源 
	0
	60
	0
	87
	0
	114

	转化为标准煤
	0
	30
	0
	44
	0
	57

	减少CO2 排放量
	539
	76
	539
	111
	539
	146 



2.2.2 结果分析
因为3,4,5组省市的秸秆总产量占全国的89%（由图1a可知），为了实现到2020年全国秸秆利用率达85%目标，提高3,4,5组省市的秸秆利用率是关键。此外，1,2组省市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因此，在这类省市可以着重研发并应用更先进的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为了实现情景2，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并推广秸秆综合利用，要加强对6,7组省市的相关政策扶持。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借鉴国外秸秆利用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秸秆资源现状和现有政策的不足，为提高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提出针对性政策。
3.1 完善秸秆综合利用相关政策及措施
3.1.1 建立补贴流向反馈机制，细化财政扶持政策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秸秆总产量每年呈线性持续增长，但由于全国仍有70%的省份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前半阶段，其经济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导致秸秆的综合利用能力较差。此外，由于露天焚烧成本低廉，许多地区仍存在秸秆露天焚烧的现象，因此，要想避免秸秆焚烧，就必须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增加财政扶持政策的反馈机制，严格控制补贴的资金流向，确保补贴发给农民和企业，才能达到激励的目的。其次，细化财政扶持政策。秸秆综合利用技术趋于多样化，政策的补贴对象和标准也应该进一步细化。例如：①给予生物质炉灶厂销售（或成本）补贴。农民以成本价购买生物质炉灶，政府给予生产厂一定的销售（或成本）补贴。②给予秸秆压块工厂财政补贴。秸秆压块工厂通过收购农民运来的秸秆获得生产原料，再将生产出来的生物质压块配送给农民使用。
3.1.2 完善秸秆禁烧监管体系，提倡非强制性禁烧手段
虽然中央和三个层级的地方政府，已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下达禁烧通知、制定秸秆禁烧方案等途径开展秸秆禁烧工作，但是，秸秆禁烧的效果仍不容乐观。现阶段，农民的环保意识仍比较薄弱，因此要根治秸秆焚烧现象，必须不断完善秸秆禁烧监管体系，落实监督、执法的责任人。此外，强制禁烧手段往往容易打击农民的积极性，因此可采取一些非强制性的禁烧手段。比如：政府与农民签订环境自愿协议，提倡农民互相监督，给予认真履行协议的农民奖金鼓励。这种非强制性手段有利于政府与农民达成一致意见，以取得更好的执行效果。
3.2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推进秸秆商品化
3.2.1 鼓励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应用
通过前文对秸秆资源走势的预测和情景分析可知：我国秸秆资源丰富，虽然，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达80%，但是，秸秆能源化利用水平仍较低。将秸秆转化为生物质能源，不仅可以替代煤燃烧还有助于减少CO2的排放。国外已有许多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已达到工业生产规模，并且几乎不排放污染物，比如：生物质炉灶、生物质炭，秸秆固化发电等技术[23]。我国应通过减免秸秆利用相关企业的税收，鼓励科研机构研发秸秆利用技术和建立完善的秸秆收储运系统等方式，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应用。
3.2.2鼓励秸秆进入碳交易市场
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负有重要使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交易机制——碳排放交易市场，鼓励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对排放的CO2进行多种形式的抵偿[20]。因此，我国应推进秸秆商品化，提倡秸秆制生物质能源项目，鼓励秸秆进入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中进行交易。比如：可以将京津冀地区作为试点，“强制性”实施自愿碳减排配额制度。农民通过使用生物质炉灶，减少的CO2放量，可以获得碳交易资金，以此补贴农民和炉灶生产厂，同时也解决了未来持续资金补贴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6国际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2] 吴文景,常兴,邢佳,王书肖,郝吉明. 京津冀地区主要排放源减排对PM2.5污染改善贡献评估[J]. 环境科学, 2017, (03): 867-875.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5年10月1日至6日全国秸秆焚烧卫星遥感巡查监测情况[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5-10/09/content_2944402.htm, 2015-10-09.
[4] Parameswaran Binod, Raveendran Sindhu, Reeta Rani Singhania. Bioethanol production from rice straw: An overview [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09, 13:4767-4774．
[5] Kazuei Ishii, Toru Furuichi, Atsushi Fujiyama, Shintaro Watanabe. Logistics cost analysis of rice straw pellets for feasible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spatial scale in heat utilization systems: A case study in Nanporo town, Hokkaido, Japan [J]. Biomass and Bioenergy, 2016, 94:155-166. 
[6] European Biofuels Technology Platform. Cellulosic Ethanol (CE) [EB/OL]. http://www.biofuelstp.eu/cellulosic-ethanol.html, 2016-09-09.
[7] Butchaiah Gadde, Christoph Menke, Reiner Wassmann. 
Rice straw as a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in Ind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Overall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for energy contribution and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J]. Biomass and Bioenergy, 2009, 33: 1532–1546.
[8] Jade Littlewood, Richard J. Murphy, Lei Wang. Importance of policy support and feed stock prices on economic feasibility of bioethanol production from wheat straw in the UK [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3, 17:291-300.
[9] Song Guobao, Song Jie, Zhang Shushen. Modelling the policies of optimal straw use for maximum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from a system perspective[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6, 55:789-810.
[10] 吴彤. 我国主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 80% [N]．中国建材报，2016-05-30(001)．
[11] 张崇尚,刘乐,陆岐楠,徐新良,仇焕广. 中国秸秆能源化利用潜力与秸秆能源企业区域布局研究[J]. 资源科学,2017,(03):473-481.
[12] 方放,李想,石祖梁,等. 黄淮海地区农作物秸秆资源分布及利用结构分析[J]. 农业工程学报,2015,(02):228-234.
[13] 王金武,唐汉,王金峰. 东北地区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现状与发展分析[J]. 农业机械学报,2017,(05):1-21.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5国家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15] 韦茂贵,王晓玉,谢光辉. 中国各省大田作物田间秸秆资源量及其时间分布[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06:32-44.
[16] 毕于运. 秸秆资源评价与利用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0.
[17] 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8] 江海峰. 结构稳定性CHOW检验的再探[J]. 经济数学,2008,(03):298-301.
[19] ZhaohuaWu, Norden E. Huang.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A Noise Assisted Data Analysis Method[J]. Advances in Adaptive Data Analysis, 2011, 1(1):1-41.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0] Mirmirani, Sam., Li Hsicheng. A comparison of VAR and neural networks with genetic algorithm in forecasting price of oil[J].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2004, 19 (1): 203–223.
[21]郭利磊,王晓玉,陶光灿,谢光辉. 中国各省大田作物加工副产物资源量评估[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06):45-55.
[22]涂华,刘翠杰. 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J]. 煤质技术,2014,02:57-60.
[23] 任继勤,汪亚运,王得印.国外生物质能源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J].世界林业研究,2014, 27(2): 89-92.
image3.wmf
n

N

e

e

=


oleObject1.bin

image4.wmf
1

()()()

n

jn

j

xtctrt

=

=+

å


oleObject2.bin

image5.wmf
(

)

(

)

0,

11

qp

jjiji

ji

fxawawx

j

==

=++

åå


oleObject3.bin

image6.png
P& (A7)

600

B

=

540

520

s00

450

450

440

2015

2015

2017

2018

2018

2020

2

——REE
=R




image1.png
Firgx
-1
-

150

g 8§ 8

2 4

(ol BV E=H3




image2.png
Firgx

=1

——2

-5

—7

=
2

" £
4 8

(uiy B) Bl H3h

10





